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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在由真、善、美构建的人类

知识体系中，真指向科学，善指向道德，美

则指向文学艺术。也就是说，文学艺术虽

然具有启人心智、增进道德等种种功能，但

审美价值却对其构成了最本质的规定。所

谓的文学艺术史，必然是一部以美为核心

价值的历史，与此相关的文学艺术批评史

则必然是一部以美为评判尺度的历史。在

这一历史中，美学精神是文学艺术的主导

精神，审美批评则是衡量文学艺术批评是

否具有专业品格的标志。

那么，中国传统的审美批评起于何

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美学和

艺术理论界一直认为，它的起点在魏晋时

期。这一时代被视为人的自觉、美的自觉

和艺术自觉的时代，连带也被视为中国关

于文学艺术审美批评的发韧期。但事实并

非如此。从文献看，至晚自春秋时期始，中

国已出现了关于美的专论，如伍举论美。

同时也出现了成体系的文学艺术批评，如

季札观乐。在这类文献中，出现了对美的

定义性解释以及大量对乐诗之“美”的赞

词。但是，现代美学家和文论家大多不愿

将其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审美批评，原因在

于这些资料往往以审美发端，最后将问题

引向了社会伦理和政治。但我认为，所谓

审美批评，应该是从审美出发的批评，它向

社会伦理、政治的引申，不但不意味着这种

批评缺乏美的纯粹性，反而说明美的视角

具有强大的介入现实问题的功能。在西方，

康德一方面说美是自由的形式，但同时他

也讲美是对无限的眺望，讲美是道德的象

征。他的后继者也往往是在对社会问题的

关注中将审美批评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

据此来看，中国现代美学和艺术理论家之

所以在面对中国传统时恪守过于严苛的标

准，一方面是因为缺乏对西方美学的真正

了解，以至于将审美批评等同于唯美主义

批评，另一方面则是将西方原本富有弹性

的标准奉为了不可摇移的圭臬。现在，确

实到了对这种状况做出改变的时候了。

下面，我将以见于《左传 ·襄公二十九
年》的“季札观乐”为例，谈中国审美批评

的诞生问题。

一、关于“季札观乐”

春秋时期对音乐功能的定位，基本上

存在两个维度，一是教化的维度，二是欲

望的维度。前者是理性的，后者是感性的。

但是，就音乐之作为艺术而言，无论要藉此

达成理性目标，还是藉此满足耳目之欲，都

无法否认它首先必须以乐音之美对人构成

情感的触动为前提。正如《礼记 ·乐记》云：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免也。”“情动于

中，而形于声。”“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

尊。”也就是说，构成音乐真正目的的不是

教化也不是欲望，而是审美；构成音乐本体

的不是理性也不是感性，而是情感。艺术

的审美价值和情感特性，是对这门艺术的

本质规定。据此，春秋时期的音乐艺术观

念，如果仅仅在新与旧、雅与俗、教化与欲

望、理性与感性摆动，就意味着对这门艺术

季札观乐与中国审美批评之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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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位仍然是功利性的，都意味着对音乐

之作为音乐的最具本质性的审美价值和情

感特性的遗忘。在这种背景下，艺术观念

的第三种维度，即审美与情感的维度是否

存在，就成为判断春秋时期是否将音乐作

为艺术来认知的标志。

春秋时期，“季札观乐”是最具代表性

的艺术批评文献。季札（公元前576～前
484年），春秋后期吴国公子，也是那一时
代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艺术鉴赏家。

公元前544年，他奉命出使中原诸国，在鲁
地聆听了周乐的演奏。季札对每首乐歌都

作了深富艺术见地的评价。相关记载见于

《左传 ·襄公二十九年》：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

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

基之矣，犹未矣，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

《邶》、《 》、《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

困矣。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

《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

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

“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矣，是其先亡

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

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

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

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

“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

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

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

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

氏之遗民乎！不然，可忧之远也？非令德

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

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

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

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

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

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

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

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

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

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

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

也。”见舞《象箾》、《南龠》者，曰：“美哉，

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

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

“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

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

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

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地之无不

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

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季札观乐，是“流传至今的孔子论诗以

前最完整的文艺（音乐和诗歌）批评”[1]。

论者之所以说它“最完整”，一是因为它按

照风、雅、颂的顺序，评价对象几乎囊括

了今本《诗经》的全部内容，而且顺序也

与《诗经》所涉歌乐大致相当 [2]。二是今

本《诗经》中的风、雅、颂，仅余文字性的诗

歌，乐已遗失，但季札所观，则不但诗、歌、

乐兼俱，而且乐形成了对歌诗的主导和整

体覆盖。三是季札的评论对象，除风、雅、

颂之外，还包括上古舞蹈。这一方面说明

春秋时期诗、乐、舞乃是一体的，另一方面

也说明音乐特性是诗、舞的共同特性。乐

包括歌、舞，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季札

观乐作为艺术批评文本的完整性，在于它

几乎囊括了那一时代的所有艺术对象，也

在于它涉及了那一时代主要的艺术形式。

同时，在批评方法上，既有对周乐的审美评

价，又藉此引申到各侯国的社会政治状况，

季札观乐与中国审美批评之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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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以诗为谶，对国家运势作出预测，表现

出批评方式的多元性。

二、审美批评诸层次

在诸种批评方式中，季札观乐表现出

的最鲜明的特质是对周乐的审美评价，这

也是中国艺术批评史开始从一般的社会历

史批评向审美批评跃升的标志。通观《左

传》中记载的季札“观乐”过程，他对周乐

的评价共有18次，其中11次用到“美哉！”
这一赞词。这种对音乐之美的高密度赞

叹，不仅在春秋时代独有，而且也为中国

艺术批评史鲜见。除了这类纯粹的审美评

价外，他也对其中一些地区音乐的风格和

形式特征作出了更具体的点评。比如他用

“美哉渊乎！”评价《邶》《 》《卫》，这是说

殷商王畿之地的乐歌，美在它传达出了幽

深辽远的意蕴。他用“美哉，其细已甚”评

价《郑》，则点出郑乐之美在其曲式的细腻

和婉约。与此一致，他用“美哉！泱泱乎，

大风也哉！”评《齐》，是说齐乐美在曲风

的宏大博广；用“美哉，荡乎！乐而不淫”

评《豳》，是说豳地之乐美在其曲风洒荡

而有节制；用“美哉， 乎！大而婉”评

《魏》，是说魏地之乐美在音律中和、博大而

婉约。另外，他用“大之至”评《秦》，显然

是注意到了起于西戎的秦乐既宏壮又粗鄙

的特点；用“思深哉！”评《唐》，是注意到

了尧帝旧都之乐表现出的深邃历史感；用

“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评《大雅》，

则是注意到了周王畿之乐温润而繁丰、委

婉而有力的雍容气象。

在风、雅、颂三部分，季札对《颂》给予

的曲风分析最多，即：“至矣哉！直而不倨，

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

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

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

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

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在这段评价

中，他注意到了典礼性音乐（“颂”）的一个

重要特征，即它避免音乐情感表达和技法

使用的偏至，以中道立场传达音乐的庄严

肃穆感，并进而达至神性的崇高。论者一

般认为，季札“连用了十四个类似的排比句

来称美《颂》，表现了对中和之美的无比推

崇”[3]，并认为中和是季札评价《诗》乐之

美的尺度。就季札总是在差异性范畴中寻

找中间态、并避免音乐表情偏至的评价方

式而言，这种讲法并没有什么错误，但需要

注意的是，这里的中和并不是诸种力量由

对峙导致的零和状态，从而导致音乐无风

格，而是要让一种崇高的力量在中间地带

汇聚并超拔而起。或者说，季札观乐，与其

说凸显的是中和之美，倒不如说是中正之

美更为确当。在由风、雅、颂形成的音乐体

验序列中，惟有这中间地带的不断上升，最

终才能使《颂》逼近人与神的交会和感通，

也才能让季札感悟到先祖盛德的神圣与庄

严，并对其作出“至矣哉！”的评价。

在这一渐次向音乐的最高境界挺进的

过程中，季札的审美评价并没有到《颂》的

演奏而终结，而是进一步由歌乐延伸到舞

乐，即从《诗》走向了六代舞乐。就歌与舞

的不同特性而言，歌虽然表达情感，但表达

者与表达对象依然是分离的，也即：演奏或

歌唱者的静立与歌乐本身的流动感存在着

差异。到了舞乐，最大的变化是表演者由

静转动，即以身体舍身投入舞蹈，从而使演

员与作品的分离得到了最终克服。在内容

方面，《风》和《雅》是对现实生活的歌咏，

是音乐的空间展开形态；《颂》是对先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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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涉及音乐与时间及历史的关系。比

较言之，上古乐舞也是时间性或历史性的，

但它比歌颂王室近亲的《颂》涉及的历史更

幽长、更宏大。这种乐舞也具空间性，但

这种空间比被《风》和《雅》限定的国家地

理空间更广远。同时，按照春秋时代即已

存在的圣王谱系，愈接近历史的发端期，这

圣王愈是具有更高的神力和德行。季札在

鲁国所观乐舞，正是遵循了这种由近及远

的历史顺序。其中，《象箾》《南龠》一武一

文，当是有周一代常规性的典礼音乐，《大

武》是武王之乐，《韶濩》是商汤之乐，《大

夏》是禹乐，《韶箾》是舜乐。在此，《韶箾》

显然代表了历史久远的极致，也代表了上

古帝王德行的极致。

按照《尚书·益稷》的讲法：“萧韶九成，
凤凰来仪。”这意味着《韶乐》不仅穷极人

德，而且跨越了人的现实和历史经验的边

界，通达于自然的无边神秘。从《左传》所

记看，季札也在这种贯通天人的音乐中获

得了审美体验的高峰状态，所以他说：“德

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地之无不载

也。”在季札看来，这里的《韶箾》，既是对

现实和历史性的审美经验的最终汇聚，也

是向神性世界登临的最后一个阶梯。在现

实层面，它冲破了被国家地理（《风》《雅》）

限定的空间边界，进一步通向了浩渺的天

地自然；在历史层面，它则冲破了被祖灵限

定的亲族史，从对祖宗神的追忆扩及到消

解时空意义的自然神。面对这种人神交会

的超越之境，季札进入峰巅式的审美体验

是可以想见的。如其所言：“观止矣！若有

他乐，吾不敢请已。”

三、政治批评与审美批评之辨

季札观乐，不仅是“流传至今的孔子论

诗以前最完整的文艺批评”，而且是孔子以

前最完整的对音乐艺术的审美批评文献。

它打破了西周以来政治、伦理观念对艺术

的全方位笼罩和覆盖，使音乐艺术的审美

价值得到凸显。它也不同于春秋乐论在理

与欲、古与今之间的两极摆荡，而是在两者

之间找到了介入音乐批评的新维度，即情

感，并将实现精神超越作为音乐价值的最

高表现。

当然，对于这一结论，学界有不同看

法，甚至有些看法截然相反。如王运熙、

顾易生云：“季札是用社会的、政治的眼光

去看‘诗三百’的，他将‘诗三百’看作是

社会、政治状况的反映。”[4]再如张少康

云：“观诗知政说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左

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时发表的评论

中。⋯⋯季札从音乐（包括诗歌）的风格

上去考察其中所体现的思想感情，从而借

以辨别政治优劣，风俗好坏。这就把文艺

看做是政治斗争的晴雨表，把文艺与政治

的关系提到一种极端化的高度，似乎政治

完全可以决定文艺。”[5]王运熙、顾易生将

“季札观乐”视为社会政治批评，张少康将

“季札观乐”等同于春秋时代流行的观诗知

政说，他们重要的失误就是理论论述上的

以果统因，即将由审美引发的政治余论视

为这段音乐评论的重心。事实上，季札对

风、雅、颂歌乐发出的“美哉”赞词，对于后

发的社会、政治、民俗引申而言，是奠基性

的。没有乐歌带来的深层的审美感动，后

面的引发将无从谈起。也就是说，政治结

论与其说是审美评价的归宿，毋宁说是审

美评价的余物。

同时，王、顾、张对季札观乐所下的判

断，也反映了音乐批评与文学批评对同一

季札观乐与中国审美批评之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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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文献的不同理解方式。文学性的理解往

往将这段文献视为诗歌评论，重视诗的义

解；音乐性的理解则将其视为音乐评论，重

视乐的听觉感受。比较言之，重视诗的义

解，就必然从中读出政治、民俗等诸多理性

意义；重视听觉感受则必然关注季札从中

获得的情感震撼。但事实很明确，季札在

这段文献中观的是乐，而不是诗。将其当

诗来理解，就忽略了其作为乐论存在的本

质属性。对于这种因定位差异导致的对季

札观乐价值取向的不同判断，我们不妨借

公元前546年发生在郑国的一次赋诗活动
做比较：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

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

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

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

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

之。”⋯⋯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

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左传 ·襄公
二十七年》）

借诗言志，赋诗观志，是春秋时期用诗

的通例。诗之所以包蕴人的心志，是因为

它是语言艺术，其作用在于承载并传递思

想，即以微言彰显大义。同样道理，诗之所

以更易反映一个地区的社会政治状况，也

在于诗可以通过怨刺、讽谏等手段使人的

所思所想得到显明。先秦时期，虽然《乐

记》中也谈到“审乐以知政”、“声音之道，

与政通矣”，但人们一般还是将此视为一种

神秘而夸张的乐用观，真正能实现这一功

能的还是当时公卿列士的献诗活动。通过

上引文献与“季札观乐”的比较亦可看出：

赵孟是借诗（而不是借乐）这种语言性的艺

术来考察郑臣的思想状况，这已经反映出

了诗与乐在功能上的重大差异。同时，对

诗这种以语义传达见长的艺术，赵孟用的

最重要的赞词是“善哉”，与此相对，季札

对周乐用的最重要的赞词则是“美哉”。这

已经说明，音乐作为乐音的运动形式，它直

接诉诸人的听觉，无需思想的介入就可以

对其作出价值判断；诗作为承载思想的艺

术，它的价值重心在内容而非形式，也即思

想内容的善恶是诗的根本问题。这种“美

哉”与“善哉”的差异，可视为春秋时期音

乐批评与诗歌批评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异，

也说明审美批评在“季札观乐”中的凸显是

源于春秋时代诗与乐的分离。

音乐鉴赏，是一种极简易又极复杂的

艺术活动。就简易而言，音乐作为与人的

听觉建立直接关联的艺术，只要人有感觉，

就会从中获得快感。这就是音乐与文学相

比表现出的更强的直观性。现代实验表

明，一头母牛倾听音乐，也会因身体性快感

而增加牛奶产量，这足可说明音乐快感的

简易及效能。就复杂而言，音乐的快感又

不是纯感觉的，它需要通过感性形式实现

对其包蕴意义的纵深领悟和穿透，从而使

音乐鉴赏从生理性快感向精神的超越之境

擢升。这种精神意义的实现，意味着音乐

的直观性，不是一般的感性直观，而是本质

直观。这两个层面的差异，就像上面说的

那只母牛，倾听音乐虽然有助于它产奶，但

我们仍会说“对牛弹琴牛不懂”。母牛“不

懂”的这个层面，就是借助感性形式实现的

对内部意义的直接洞悉。由此看“季札观

乐”就会发现，这位春秋时代伟大的音乐鉴

赏者和批评家，虽然一听周乐马上就得出

了“美哉”的判断，但这种判断既基于感性

又超越感性，既诉诸直观又包蕴理性，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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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形式又顿悟意义，既无目的又合乎目的。

一句话，它既是审美判断，又必然指向合目

的的善。正是在这种看似背反、实则符合

音乐鉴赏一般规律的意义上，季札将纯粹

的音乐鉴赏引向社会政治、风俗和道德问

题，才是合理的。这也是中国从春秋时代

起，一方面将音乐视为一种“听”的艺术，

同时又作为“知”的对象的原因 [6]。

可以认为，知解力或理性对直观性快

乐的校正或补充，保证了季札观乐不同于

当时一般人对郑卫之音的欲望化追逐。同

时，也正是季札对音乐的纯感性切入方式，

或者个体在音乐中的直接在场，才避免了

他以当时业已固化的伦理原则对音乐作出

先入为主的判断。这是一种双向的挟持，

前者保证了音乐的合目的性，后者保证了

个体经验的鲜活性。我们之所以说“季札

观乐”是春秋时代音乐审美批评的典范性

文本，原因就在于这种双向的挟持，使鉴

赏者可以沿着中间隆起的第三条路径垂直

上升。这中间的道路，是从音乐的具体体

验走向概念的一般，而不是以概念的一般

去预先检验音乐体验的合法性。按照康德

的讲法，也即它是基于反思性的判断力，而

非规定性的判断力。同时，按照人类先天

的向善原则，它又自然地与道德的普遍要

求相联结，使“审乐以知政”成为可能。或

者，审美评价并非天然地拒绝政治或伦理

评价，根本问题在于这种评价是源自个体

审美经验的引发，还是在审美之前已经先

行介入。从这段文献可以看出，季札的方

式是从对周乐的审美体验自然走向了政治

和伦理评价，所以政治、伦理评价的出现并

不会影响这一“观乐”活动作为审美批评存

在的属性。

四、音乐认知模式与审美批评

对于春秋时期的音乐理论，在政治伦

理批评和审美批评之间做出辨析是重要

的，这是因为，当时人对音乐的认知面对着

一个悠久而强大的传统，这就是自西周开

始的乐教。按《周礼 ·大司乐》，西周贵族
子弟13岁开始接受音乐教育，教育的核心
内容是乐德，即音乐中传达的“中、和、祗、

庸、孝、友”等观念，对音乐的定位和解释

也是泛政治化和道德化的。此类教育固然

有助于人在幼年时代德性的养成，但由此

形成并逐渐固化的音乐认知模式，必然使

人在介入音乐鉴赏之前，已预设了一套先

入为主的判断标准，从而使人感受音乐的

真切性和鲜活性受到威胁。同时，音乐欣

赏过程也极易成为对固有标准的真理性的

印证，而非以“纯真之耳”感受的过程。

据此来看，春秋时期产生旧乐与新乐

或者雅乐与郑声的重大争论不是偶然的。

所谓雅乐，无非就是与通过后天教育形成

的音乐认知模式相一致的音乐，它因印证

了这种模式而让人感觉舒适。相反，新乐

或郑声则与这种预在的接受模式相冲撞，

必然会因让人心理不适而产生道德上的恶

感。但是，新乐作为冲出预在的乐教模式

的音乐，它的存在却仍具有无以复加的重

要性，即：它虽然因溢出了旧乐规定的审

美惯例而被称为“淫声”、“过声”，但音乐

欣赏却正因为无章可循，而为审美的当下

直观提供了契机。或者，新声的无章可循，

使其可以轻易摆脱传统乐教鉴赏模式的遮

蔽，使人获得生动、鲜活的审美体验。魏文

侯之所以听“郑卫之音不知倦”，应与此种

体验的非模式化密切相关。

关于春秋时期音乐鉴赏中认知模式与

季札观乐与中国审美批评之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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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态度之间的矛盾，《左传 ·桓公九年》提
供了一件重要的案例。其中记云：“冬，曹

太子来朝。宾之以上卿，礼也。享曹太子。

初献，乐奏而叹。施父曰：‘曹太子其有忧

乎！非叹所也。’”文中的曹国太子，在鲁国

听到初献之乐发出了一声叹息。按照当时

侯国间的交往礼仪，这种叹息是非礼的，也

证明曹国太子缺乏良好的音乐训练，但这

又是曹太子对初献之乐的直接情感反应。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对于音乐，到底是应

该根据传统乐教作出程序性的反应，还是

纯任审美直觉，将观乐而叹视为理所当然。

当然，就鲁国作为春秋时期周礼最坚定的

堡垒而言，曹太子受到施父的指责是有道

理的，但也提示出模式化的音乐认知对人

的自然本性的压抑。同时也说明，即便面

对雅乐，在当时也存在着程式性和直觉性

两种反应方式。施父认为曹太子不应该在

官方场合发出叹息，反向证明了他在非官

方场合似乎可以发出叹息。就此而言，对

待雅乐，在当时也未必不可以采取私人的、

情感的态度。或者，雅乐并没有因追求合

目的的善而彻底丧失了审美。

有论者曾将周代雅乐称为“拖沓平板

的庙堂音乐”[7]。这种评价是否符合历史

事实暂且不论，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与此

对立的郑声肯定更能激发人的生命本能，

否则也不会让听者“不知倦”，并在那一时

代广为流传。但必须注意的是，与音乐所

能提振起的崇高精神和理性情怀相比，这

种对生命本能的激发毕竟是生物性的，两

者的品位和格调并不存在于同一个层级之

上。同时，雅乐虽然承载着政治和伦理内

涵，其本质是观念性的，但这种观念既然以

音乐的方式被表现，它也就必然显现为感

性，并因此可以成为人直观和情感把握的

对象。受近代认识论的影响，今人一般强

调认识过程总是沿着从感性到理性、从现

象到观念的路径发展，往往忽视了理性向

感性的生成、内容向形式的积淀，或者观念

向具体现象的物态呈现。可以认为，正是

这种包蕴理性意味的形式，才保证了艺术

既是感性的、能够激发情感的，同时也具备

意义的深度和精神的高度。

由此反观季札观乐，我们之所以说它

是审美批评，固然是因为它理解周乐的切

入点是感性的、直观性的，但显然它又借助

这种感性实现了对理性精神的洞见，并因

这种精神的引领而最终登上审美的高峰。

这种精神性的愉悦，既避免了俗乐因诱发

人的生物性欲望而出现的浅薄和反道德，

同时也避免陷入概念化的僵硬和死板。它

具有伦理性，但它是一种被审美精神渗透

和灌注的伦理，或者说，是被审美的无目的

最终带动的合目的。正是因此，季札观乐，

虽然从审美走向了政治、风俗、道德，但并

不足以减损它作为审美批评的属性。甚至

相反，正是这一系列看似非审美要素的支

撑，才使雅乐有了积厚之功，并最终将倾听

者送上了“蔑加于此”的审美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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